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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科技创新型城市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政策差异，总结政策实施经验对地方政府推动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科技创新型城市深圳市与宁波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政策可操作化程度以及最新颁布的政策与中央政策衔接度，深圳市均高于宁波市；两市政策目标与区域发展定位紧密相关；政策工具均以自愿型为主，但二者存在显著差别；宁波市政策实施政府介入细致，部门责任呈现分散化。最后，为地方政府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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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Research on Policies of Sci-tech Achievements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in Tech-innovative City: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henzhen and Ningbo Policy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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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ci-tech achievements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policies in Tech-innovative city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tech-innovative city Shenzhen and Ningbo a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bje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to compare the policies texts of sci-tech achievements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policies in these two cit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ci-tech achievements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policies of Shenzhen are higher operationalization and cohes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en compared with Ningbo. The policies goa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gional positioning. Policy tools are based on voluntary policy tools,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term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government of Ningbo is involved and the depart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dispersed.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rove polici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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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既是提升经济综合效益的现实依据，也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内在要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既要尊重企业和市场的主体地位，也需要政府积极做好引导，提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支持。中国在1996年就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方法指引。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深入改革科技体制的需要，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进行了重新修正。在此背景下，2016年国务院分别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国发〔2016〕16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8号）意味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在国家层面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地方，如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宁波等中国城市创新指数名列前10名的城市也纷纷颁布和出台各自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政策，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深入地方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在国家和地方逐步受到重视，学界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开展的研究也日渐丰富。通过笔者的分析对比，认为当前学界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研究大致从以下五个角度进行：其一，国家和地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实施效果与绩效评价的角度，余冰清[
]依据供给政策、需求政策及环境政策三类政策的指标评价体系分析了湖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实施效果。黄伟[
]通过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模型对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进行了评估和分析。其二，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角度，钟慧[
]等基于2006——2011年湖南省资金政策支持的角度分析了湖南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资金项目执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李兆友等[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政府角色需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实现灵活位移。其三，不同科技功能主体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研究的角度，杜海平[
]对从高校主体的角度研究了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王晶金[
]等对部委制定的高校与国立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提出加强需求面政策工具等政策建议。其四，介绍国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角度，李晓慧等[
][
]分别介绍英国和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孙卫等[
]分析了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最后，国家和地方政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文本分析的角度，黄菁[
]基于239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了对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在该角度，学者们还对国内外、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李行等[
]对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的4种主要模式进行了归纳，并为此提出政策建议。卢章平等[
]在研究中对比并分析国家与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异同，提出科技成果政策制定实施的建议。杜伟锦等[
]分别从政策目标、 政策工具、政策实施3个维度对比了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差异，指出京津冀区域政策分布的不均衡，提出政策建议。
回顾学界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研究现状，正如学者葛章志等[
]所说，当前学界研究还存在时效性不足、前瞻性、政策建议较为宏观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笔者通过回顾当前学界研究现状发现，以科技创新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在学界的研究尚不多见，特别对比科技创新型城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比较研究更是如此。科技创新型城市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重要创新高地，不仅是科技创新的标杆，更是党和国家在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大政策议题时的重要依托对象。以科技创新型城市作为研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前文指出，2016年以来国家和地方相继颁布了最新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以往国家和地方的科技成果转移政策和转化政策往往是分开颁布的，这是一次全新的整合，迫切需要对最新颁布的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探明政策发展趋势，并对学界研究不足和学者的研究观点进行审视和反思。据此，笔者以科技创新型城市深圳市和宁波市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目的在于研究科技创新型城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之间的差异，并分析它们最新颁布的政策与国家层面最新颁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衔接情况如何。选取这两个城市的缘由是两个城市在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方面表现出色，创新指数位居全国前十，是典型的科技创新型城市。深圳市是第一个以城市为基本单位入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指数》中[
]，以产学研一体化、高技术成果转化率并依托企业创新等强大优势位列中国创新城市指数榜首。位居中国城市创新指数前十名的宁波市也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显著，也是第一个以城市为基本单位被列为首批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笔者将以它们二者为分析对象，探究上述问题。

2.研究设计

2.1资料来源

为比较科技创新型城市深圳与宁波的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政策差异，本文选取了两市2000—2018年所颁布的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密切相关“条例、规定、决定、办法、细则、规划、意见、方案、通知、措施”等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对象。深圳的政策文本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深圳政府在线”、“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教育局”等个官方网站共收集到37条政策文本。宁波的政策文本主要从“宁波市政府门户网”、“宁波市科学技术局”、“宁波市企业政策查询平台”、“宁波市农业局”、“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个政府官方网站收集，共收集到43条政策文本。两市一共收集到80份政策文本。具体政策文本类型见表1。

为对比科技创新型城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新政策特点，并分析其与国家政策的衔接情况，本文选取了国务院2016年最新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8号）和两市最新颁布的《深圳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深府办〔2016〕30号）、《宁波市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实施方案的通知》（政办发〔2017〕5号）作为政策分析对象。三份政策文本分别在国务院、深圳市和宁波市政府官网获取。
2.2研究方法和思路

通过对比深圳市和宁波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可以了解到地方政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异同和政策趋势，本文主要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法对两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进行对比研究。内容分析法主要是从研究问题出发，寻找可得的数据，通过分析建构获得结论[
]。在内容分析法中，笔者采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文本内容进行分析，采用的分析工具有ROST—CM6与其内置的NetDraw，以及张华平博士开发的NLPIR量化工具。

研究思路方面。首先，本文对两市收集到的2000—2018年的政策文本进行整理归类，并分析政策文本的基本特征。其次，基于两市2000—2018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文本，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三个维度对两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最后，将深圳市、宁波市最新颁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与国家最新颁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彼此之间的政策差异和最新特点，并以此分析国家与地方的政策衔接情况。

3.研究过程

3.1对两市政策供给情况的分析
为更直观分析所获取的政策文本，笔者首先对两市所获的80份政策文本按类型进行归类，并分析其政策的法规效力，具体的政策文本分类见表1所示。
表1 深圳市与宁波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供给情况
	政策类型
	条例
	规定
	决定
	办法
	细则
	规划
	意见
	方案
	通知
	措施
	合计

	深圳市
	6
	2
	2
	5
	1
	4
	1
	3
	8
	5
	37

	宁波市
	0
	0
	1
	5
	1
	3
	22
	1
	10
	0
	43

	法规类型
	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政府规章
	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
	80


由表1可以分析两市政策的基本特征：首先，在政策供给体系上，深圳市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各类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出台与颁布上整体的政策体系比较完善，这表明深圳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能够有充分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宁波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以“意见”和“通知”主要的政策类型。其次，从政策法规效力来说，上述的政策文本按照法规类型划分主要涉及“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法规效力从前往后逐渐递减。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深圳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颁布的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数量远比宁波多。由此可知，在政策法规效力意义上说，深圳市在保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供给方面颁布的政策法规效力高于宁波市。最后，从政策可操作化的角度来说，代表政策可操作化的“细则”、“方案”、“通知”、“措施”数量上深圳市一共为17条，占本市颁布政策文本的45.9%（17/37），宁波市一共为12条，占本市颁布政策文本的27.9%（12/43）,由此可知，具体政策操作化上宁波市还需合理提升政策可操作性。

3.2深圳市与宁波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文本内容比较分析

笔者首先对深圳市和宁波市2000—2018年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文本按照“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三个维度分别进行主题词提取，并对提取的关键词进行进一步对比。应当指出，由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方法按不同的解释可以有多种分类方式。许多分析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学者们如卢章平等[
]主要采用了“供给、环境和需求”的政策工具分类。不过这种政策工具的分类方法在指导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时，如“管制”措施在这一划分类型中分为法律管制和贸易管制，分属于环境工具和需求工具，该种分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新时期的改革特别强调政府的边界和职能的转变，政策工具的使用要体现政府的边界和职能转变，因而采用学者Howlett M和Ramesh M[
]的政策工具——“强制型工具、混合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有利于划清政府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的职能和边界，即政府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扮演的角色有更清晰的认知。通过整理和优化，形成了笔者所需的“政策目标（包括宏观政策目标与具体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包括强制型工具、混合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和政策实施”政策分析 “三分框架”。笔者从质性研究的角度出发，采用定性的方法对搜集到的两市的政策文本依据“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实施”三个维度进行政策文本再分，根据分析需要整合成三份新的政策文本——“政策目标文本”、“政策工具文本”和“政策实施文本”加以分析。

3.2.1两市政策目标的主题词词频比较

本文从“政策目标”维度对已经分类的两市2000—2018年的“政策目标文本”进行人工提取主题词词频，并采用量化分析工具ROST—CM6对主题词词频统计，并人工剔除部分与主题无关的词语，位列前20个主题词如表2所示。
表2 深圳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目标主题词比较

	城市
	主题词及词频

	深圳市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10）科技（8）发展（7）人才（6）服务（6）平台建设（6）创新（5）市场（5）技术转移（4）科技创新（4）核心技术（3）企业主体（3）政府引导（3）体制机制（3）国际化（3）全球创新（3）协同创新（3）服务体系（3）国家创新型城市（2）高新技术（2）

	宁波市
	创新（23）建设（19）发展（17）科技成果转化（12）科技创新（9）人才(9)科技成果(7)国家(7)企业(7)创新创业(6)国家创新型城市(6)贯彻落实(5)示范区(4)体系(4)农村(4)产业化(4)创新驱动发展战略(4)体制机制改革(4)民间资本(4)技术转移机构(4)


通过对“政策目标文本”进行分析发现，两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宏观目标主要与两市所处区位相关，深圳力求建设国家南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宁波市则定位于建成华东地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在“具体政策目标”上则和城市面临的实际情况有关，对两市具体政策目标“主题词”进行分析，深圳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目标包括——加快科技发展，培养和吸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建设服务平台、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以及政府的引导作用，改革体制和机制，寻求全球创新协同等。而宁波的具体政策目标主要是服务于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发挥民间资本的力量。与深圳一样，宁波也注重对人才的培育，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以及推进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3.2.2两市政策工具使用的比较

根据学者Howlett M和Ramesh M的政策工具划分方法，即“强制型工具、混合型工具和自愿型工具” ，政府对应角色分别是“主导者”、“合作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同时三种角色代表了政府介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程度由强到弱，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由弱变强。学者苟欢等[
]也将混合型政策工具叫做复合型政策工具，学者黄曼等[
]对Howlett M和Ramesh M的政策工具进行了细化分析，其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管制和直接供给等，复合型政策工具包括补贴，授权分权，用者付费和合作伙伴等；自愿型政策工具包括企业、个人、自愿组织等市场和社会主体的活动。笔者的研究也得益于他们分析，不过，笔者认为，政策工具需要结合具体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和细化，由此笔者对三种政策工具细分为19种，详见表3。

对政策工具进行细分之后，笔者对已经分类的两市2000—2018年的“政策工具文本”进行了人工提取主题词，采用ROST—CM6对主题词进行了词频统计，两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具体的政策工具“主题词”词频统计如表3所示：

表3深圳市和宁波市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工具主题词比较

	城市
	深圳市
	宁波市

	政策工具
	具体手段
	词频
	分类

词频
	具体手段
	词频
	分类

词频

	强制型政策
工具
	财政激励
	46
	154
	规范管理
	54
	220

	
	体制机制
	35
	
	财政激励
	51
	

	
	政策法规
	32
	
	体制机制
	41
	

	
	规范管理
	22
	
	政策法规
	38
	

	
	政府引导
	12
	
	政府引导
	23
	

	
	政府采购
	7
	
	政府采购
	13
	

	混合型政策
工具
	产学研协同创新
	52
	114
	基础平台建设
	23
	82

	
	基础平台建设
	35
	
	金融扶持
	21
	

	
	科技人才培养
	16
	
	产学研协同创新
	21
	

	
	金融扶持
	11
	
	科技人才培养
	17
	

	自愿型政策
工具
	企业主体
	90
	272
	企业主体
	124
	404

	
	知识产权
	37
	
	技术交易
	55
	

	
	技术交易
	31
	
	市场化
	52
	

	
	技术信息服务
	30
	
	技术信息服务
	49
	

	
	市场化
	29
	
	知识产权
	47
	

	
	国际化
	18
	
	国际化
	23
	

	
	自主创新
	15
	
	中介服务
	21
	

	
	中介服务
	11
	
	民间资本融入
	17
	


	
	民间资本融入
	11
	
	自主创新
	16
	

	总词频
	540
	总词频
	706


由表3可知，无论是深圳还是宁波，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中，自愿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的主题词词频和占比均最高（占比见图1），深圳市为272，占总词频的50%（272/540），宁波市为404，占总词频的57%(404/706)。这表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工具主要以自愿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为主导，从政府的角色看，政府在这过程扮演的是服务者的角色。从三类政策工具的分类词频比例看（见图1），宁波的自愿型政策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使用均高于深圳。从具体的“强制型政策工具”看，深圳市以财政激励为主，宁波市以规范管理为主，而“混合型政策工具”使用上，深圳更加注重“产学研创新协同”，而宁波则重视“基础平台建设”，在“自愿型政策工具”上，两市在科技转移转化中均确立了“企业主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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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深圳市“三类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占比      (b)宁波市“三类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占比

图1 深圳市和宁波市科技成果转化三类政策工具使用所占比例比较

分析表明，宁波市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多于深圳市，可以推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政府的介入程度高于深圳市。在混合型政策工作使用上，深圳所占比例高于宁波，由此推断，政府与市场的“公私合作”、“政产学研”结合的程度，前者高于后者。

3.2.3两市政策实施的比较

笔者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实施的角度的分析主要运用ROST—CM6分析工具对两市2000—2018年的“政策实施文本”进行分析，以此构建两市的政策实施的网络框架。我们主要进行的是“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得出政策实施的“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图”，它能够直观展现政策文本关键词和其关联词所形成的政策网络，可用于对比政策网络差异。笔者分别对两市2000—2018年的“政策实施文本”进行“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得出“政策实施文本”的高频关键词及相关词的网络语义图，它是由部门和具体的工作内容构成的政策执行网络，内容既有部门的协调，也有对具体政策内容的执行，分别见图2和图3。“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图中，政策实施的高频关键词和其他相关词构成关联关系，词语之间的连线越多、词语越是居于中心位置，则说明该词语在政策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显著[
]。在图2深圳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实施的网络语义图中可以看出，“市科技创新委”和“责任单位”处于中心位置，二者直接关联，同时与其他关联词之间的连线最多，表明在具体政策实施中，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当然，“市财政局”、“发改部门”等都是重要的政策执行的责任单位。相对于深圳市，图3宁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实施的网络语义图中，“责任单位”居于中心，其次是“宁波市科技局”，再次是“科技合作处”、“市委”、“市经信委”，呈现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责任的分散化，可能导致科技工作的多头领导和多头指挥。值得一提的是，“市委”出现在政策执行网络中，表明该项工作在全市科技创新中占有重要位置。也值得注意，在网络语义图中，宁波的政府政策操作过于细微，比如涉及到了参会、邀请专家、展评等工作，一定程度上表明宁波市政府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实施中行政权力较多地介入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细致工作，不利于发挥市场主体和创新联盟的自主性以及科技法治化环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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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深圳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实施的网络语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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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宁波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实施的网络语义图

3.3深圳市、宁波市以及国家最新科技转移转化政策比较分析
为对比科技创新型城市深圳市和宁波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最新政策与国家最新颁布政策的新特点、分析彼此之间差异以及中央与地方政策的衔接情况。笔者选取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8号）一共7740字，以下简称《国家方案》；《深圳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深府办〔2016〕30号）一共6171字，以下简称《深圳方案》；《宁波市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实施方案的通知》（政办发〔2017〕5号）一共9710字，以下简称《宁波方案》，三份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三份政策文本均逻辑结构完善、内容衔接紧密，能够满足我们对上述问题探究的条件。

笔者采用的是张华平博士开发的NLPIR量化分析工具分别对三份政策文本进行高频“关键词”提取，并比较“权重”和“词频”。正如学者指出，在一份完整和逻辑结构完善的政策文本中NLPIR量化分析工具能够较好地对文本数据进行挖掘，并可用于对政策文本的关键词、高频词汇等进行提取，自动提炼出内容的精华，帮助研究者进行精化和深入地分析[
]。分析结果中，每个“关键词”均显示其在文中出现的“词频”与“权重”，“权重”主要是指在该词在文中的重要程度的指数。笔者按照“权重”的大小进行排列，整合三份政策文本的分析结果，各选取前25个“关键词”得到表4。

表4 国家、深圳市和宁波市最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关键词”比较

	方案
	《国家方案》
	《深圳方案》
	《宁波方案》

	序号
	关键词
	权重
	词频
	关键词
	权重
	词频
	关键词
	权重
	词频

	1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31.84
	52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23.67
	29
	创新
	34.85
	77

	2
	科技成果
	29.57
	60
	科技成果
	22.57
	36
	企业
	34.34
	68

	3
	技术
	27.33
	50
	服务
	22.29
	40
	科技
	29.02
	59

	4
	科技
	25.61
	38
	创新
	20.71
	26
	建设
	26.72
	46

	5
	企业
	22.41
	40
	企业
	19.98
	31
	技术
	26.47
	67

	6
	服务
	22.38
	45
	技术
	18.88
	22
	产业技术研究院
	24.52
	6

	7
	创新
	21.42
	41
	知识产权
	18.32
	22
	制造业创新中心
	24.52
	6

	8
	互联网+
	20
	7
	技术转移
	18.28
	26
	产业
	24.14
	44

	9
	机构
	18.5
	30
	建设
	17.1
	18
	服务
	23.85
	39

	10
	地方
	18.02
	26
	科技
	15.22
	17
	高校院所
	20.22
	11

	11
	信息汇交
	17.07
	5
	产业
	14.52
	17
	推进
	19.88
	26

	12
	产业
	16.88
	26
	政策
	14.44
	14
	科技成果
	18.98
	28

	13
	建设
	16.03
	19
	成果转化
	12.63
	8
	科技保险
	18.57
	7

	14
	人才
	15
	30
	创客
	12.56
	9
	科技创新
	18.29
	15

	15
	创新创业
	14.65
	14
	国家
	12.55
	16
	知识产权
	18.12
	22

	16
	知识产权
	14.62
	16
	项目
	12.45
	13
	创业
	17.97
	22

	17
	创新资源集聚
	14.55
	3
	机构
	12.38
	23
	创新能力
	16.84
	7

	18
	国家
	14.29
	16
	资源
	11.55
	16
	创新创业
	16.19
	15

	19
	先进适用技术
	13.8
	2
	国际
	11.45
	13
	机构
	16
	24

	20
	产业转型升级
	13.8
	2
	平台
	11.2
	15
	资源
	15.86
	23

	21
	科研院所
	13.62
	18
	国际化
	10.47
	9
	组织
	15.05
	19

	22
	资源
	13.19
	22
	创新创业
	10.21
	8
	科技人员
	14.91
	6

	23
	技术转移
	12.64
	20
	政府
	9.59
	8
	民间资本
	14.91
	6

	24
	技术研发
	12.63
	4
	部门
	9.59
	8
	智能制造
	14.44
	7

	25
	领域
	12.49
	14
	合作
	9.53
	10
	国家
	14.16
	22


为达到上述研究目的——归纳政策特点与差异，分析中央（国家）与地方（深圳市和宁波市）政策衔接情况。通过对《国家方案》、《深圳方案》和《宁波方案》进行对比，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从《国家方案》的这些“关键词”在政策文本的权重中来看，中央层面更加关注十九大提出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特别注重凸出和发挥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地位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关键词外，“互联网+”和“地方”是中央层面较为重视的两个关键词，说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需要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搭建平台，强调地方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在《深圳方案》中，深圳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也凸显以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主体地位，强调为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和“平台建设”，并凸出“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进一步引导科技成果向国际化市场方向转移和转化。
再次，在《宁波方案》中，从位居前列的“关键词”来看，在宁波市最新颁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中，“创新”、“企业”和“科技”是其最新政策的核心内容，最大权重不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这表明宁波市最新政策更加注重的是前提性工作——科技创新工作，发挥好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虽然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宁波市在“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平台”和“产学研”上是补短板还是加强力度，但其政策文本已经表明，宁波市正在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和“产学研融合”上积极发力，并且努力吸收“民间资本”的力量。
最后，分析中央与地方政策衔接情况。通过比较国家、深圳市和宁波市最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关键词”可以发现，《国家方案》与《深圳方案》的高频“关键词”、“权重”排序相比《宁波方案》更为相似。这表明深圳市的最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与国家的最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衔接度比宁波市更高。

4.结论及政策建议
4.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挖掘和采用定量、定性分析方法对深圳市、宁波市2000—2018年颁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进行了量化分析，分别对比了深圳和宁波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运用和政策实施情况，并根据国家和两市最新颁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对两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进行了比较。结合文章第二和第三部分的研究内容，得出以下的研究结论：

（1）政策供给方面。深圳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供给较宁波市健全，且颁布的政策法规效力更高。最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颁布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了日趋完善的制度保障，相比宁波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可操作性仍需提升。
（2）政策目标方面。深圳市力促成为中国南方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宁波市要建成华东地区最大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其政策目标定位与两市区位发展定位密切相关。在具体的政策目标上，“培养和吸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机制，成为了深圳市和宁波市具体政策目标的契合点。不过各自的具体政策目标还是存在显著差别，如深圳市更加注重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向市场化和国际化；而宁波市则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发挥和利用民间资本，将宁波市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3）政策工具方面。两市皆以“自愿型政策工具”为主，表明两市的政府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更多的是以服务者的角色出现。深圳市的“混合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多于宁波市，亦即是说，深圳市的政策强调“公私合作”、“政产学研”相结合的情况多于宁波市。在“强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具体的分类词频占比，宁波市占比大于深圳市，表明宁波市的政府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其介入程度高于深圳市。
（4）政策实施方面。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在本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具体实施中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责任相对集中。宁波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具体实施中部门主要责任呈现分散化，可能存在科技工作的多头领导和多头指挥，并且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上，宁波市表现为政府介入过于细致。
（5）最新政策方面。深圳市科技转移转化的最新政策与国家科技转移转化的最新政策衔接度高于宁波市，国家和深圳的最新政策更加强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而宁波市的政策文本显示，它更强调的是科技创新工作。

4.2政策建议

从“政策供给”、“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实施”和“最新政策”五个维度比较科技创新型城市深圳市和宁波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二者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些差别既代表了各自特色，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中存在的不足。由此，未来两市制定和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1）优化政策供给，加强可操作性。一方面需要在现有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基础上理顺政策之间的关系，优化政策供给体系和制度体系和配套制度，形成政策合力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应当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可操作性，在尊重市场和创新主体自主性基础上细化具体的政策实施细则，推进政策落地。
（2）发挥政策工具优势，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向市场化。需要指出，虽然政府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政府不能完全代替市场，应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因此，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一是根据地域差异选用合适的政策工具，应当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二是运用好混合型政策工具，发挥“公私合作”的优势，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搭建基础平台、提供金融扶持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协同创新；三是加大自愿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积极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面向国际和全球市场。
（3）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边界，加快科技管理体制“放管服”改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并非政府的独角戏，Freeman等认为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政府只是科技创新系统中的一个重要主体之一，除了政府外，创新主体还包括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中介组织等[
]。现代政府在科技创新系统中的角色应当是引导者、协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做好引导、协调和服务工作需要政府加快科技管理体制的“放管服”改革，向企业和市场放权，减少政府微观干预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活动，给市场和科技企业更多的自主创新空间，并为其提供更优惠的政策与优质的科技服务。
（4）理顺政策实施部门关系，营造科技法治化环境。制度创新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创新的重要方面，特别是科技管理体制中的主管部门职权交叉和职能重复的问题阻碍了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市场的发展，减少这一类问题应当从理顺政府内部职能关系和营造科技法治化环境入手。首先，应当通过改革政府机构和部门减少科技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交叉，确定好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保证政府部门的科技创新协同。其次，应当规范政府部门对科技政策、法规的执行，大力保护知识产权，营造科技管理和科技创新的法治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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